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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與正統佛教的關係，從晚清開始，

直至今日，無論對學者還是信徒，都是值得討論

的問題。佛教改革者，常常批評以印光法師為代

表的法師，印送各種宣揚因果報應的善書的行為

是迷信。但是直到現在，許多人信佛，還是始於

對善書的閱讀。

本文通過挖掘二十世紀上半葉，廣州生產

五加皮酒的著名酒廠永利威的老闆及其手下一批

人，在印光法師的感染下，由香港黃大仙信仰逐

漸轉入專修淨土信仰的歷史事件，試圖討論民間

信仰與正統佛教的關係，以求證於方家。

引言：印光法師與民間信仰

對於近現代中國的佛教研究，學界的

焦點常是圍繞在幾個主要課題上，例

如：推崇楊仁山、歐陽竟無在法相與

唯識學上的研究成果；關注1910年代

廟產興學衝擊後，中國佛教會等全

國性組織出現的意義；探討乙太虛大

師為核心的佛教革新運動……即：

「佛教在思想理論上、組織結構上、

社會活動形式上都開始向現代宗教轉

化」。類似這種佛教的宗教「現代

化」或「世俗化」論述，成為近現代

佛教研究的主流。然而這種傾向，卻

有研究取徑（approach）窄化的隱憂，

當我們愈去強調佛教向「現代宗教」

轉化，就愈會去忽略，甚至是撇清佛

教和傳統民間社會信仰的關係。1 

上述范純武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近代

佛教與民間教派的關係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要

深入得多，例如筆者在對民國淨土宗十三祖印

光法師的研究中就發現，解放初「寧夏佛法外道

據不精確的估計達七八萬之多，他們佔據寺院

一百八十一處，表面信仰淨土，尊印光法師為

師，暗中卻以羅蔚群為八祖，奉五部六冊為『龍

經』」2 。

明清以來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漢地佛教宗

派構建，類似於傳統社會中的宗族。但晚清民國

以來，「封建大家庭」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

也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攻擊，中國佛教在宗派組

織建設上同樣面臨這樣的危機。在太虛法師領

導「新式」的僧團制度改革的同時，中國傳統的

「淨土宗」也為緩解這種危急提出了自己的辦

法。

所謂中國淨土宗，既沒有一般基督教教會

的科層（Bureaucracy）組織，也沒有法牒世系

傳承，不存在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傳統佛教宗派

那種類似「宗族」（Lineage）式建構。因此，

並不存在一個實體性的「中國淨土宗」這樣的組

織團體或譜系傳承。正因為「中國淨土宗」的這

一特點，為中國佛教宗派突破宗族體制提供了一

種選擇的可能；特別是那些不能夠被編進「神聖

家族」、正統僧人譜系中的民間信仰者，可以通

過念佛而獲得中國淨土宗的身份，從而成為「正

統」。可以說正是淨土宗構成了正統出家僧人佛

教、與普通信眾之間的仲介，將普通民俗信仰，

聯繫到正統佛教上，得到正統佛教的認可。

由於上述原因，相對其他佛教宗派，近代中

國「淨土宗」與民間信仰有著更加密切的關係。

民國時期的印光法師，利用近代日益便利的交

通、郵政系統，以書信、廣告、印送善書等各種

通訊手段，與全國乃至東南亞等海外華人居住地

區的淨土信仰者有著廣泛的聯繫，而他本人也成

為中國淨土宗的「法人代表」。他與中國民間信

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的短暫因緣

張雪松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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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光法師與民間信仰的互動關係，最為

引人注目的是他與善書的密切關係，正如游子安

指出：「如果說近世『善書運動』由17世紀初的

袁黃、祩宏揭開序幕，再而普及民間，那麼20世

紀二三十年代《福壽寶藏》、《善書大辭典》諸

書的出版，翼化堂等善書局推動善書流通，及印

光的倡印善書，則標誌著『善書運動』達到了一

個高峰。」3 拙作〈積極入世的印光法師〉4 一文，

主要是從社會史角度來探討印光法師印送善書活

動。

在印光法師與善書的關係中，我們可以看

出，印光法師是堅守正統佛教本位的。民國初年

以前，印光法師「執理甚嚴」，並不許人看善

書，後來改變對善書的看法，大力推廣善書，但

還是將善書的位置放在佛教經典之下。據著名佛

教居士鄭頌英回憶：「先族叔祖玉田先生，前在

普陀理藥業十餘年，親近印公也有十餘年之多。

他曾經對我說過……大師的安置經書，始終是有

條不紊。大乘經論居上，小乘經論次之，善書又

次之，從無零亂雜置的。」5 大體來講，印光法

師印行善書，是以正統佛教的標準進行選擇和刪

改的。對於辟佛，特別是誹謗淨土信仰的善書，

他是極力反對的。印光法師對善書的選擇，在一

般信徒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三十年代有人依

據《印光法師文鈔》中反對《慧命經》和《仙佛

合宗》的言論，來指責翼化堂主辦的《揚善半月

刊》提倡此兩種善書，從而激起《揚善》主編陳

攖甯的強烈不滿：「彼印光法師之權威，且不

足以支配教內之佛學書局，如何能支配教外之

翼化堂，豈非咄咄怪事。」6 主編過《海潮音》

雜誌，後來出佛入道的張化聲則認為「竊以為

（陳攖甯）神經亦太敏矣」「印光乃一狹隘的念

佛僧耳。佛教兩雄，太虛與歐陽竟無之言論，彼

此尚罵為魔說，況他教哉。不如是，不成為印光

也。」7 張化聲的這個評論很有意思，似乎不批評

人，「不成為印光也」，從中也可以看出印光對

於善書自始至終是「執理甚嚴」的。

但印光法師也有受善書影響或者同善書合

拍的一面，如印光法師書寫皆加句讀，難字加注

解，多次批判他人的書寫難以辨認（如對早年弘

一法師書法的批判）；再如對破血湖的批判，認

為女子月經、生產本是天經地義之事，並不汚穢

等等，與近代廣為流行的善書《玉曆寶抄》的看

法8 都非常吻合。

（2）印光法師與扶乩的關係，是其與民間信

仰互動的另一重要表現。民國初年，諦閑法師在

北京講經，「白城隍」在北京西城琉璃胡同錢宅

降壇，將諦閑法師請去求教經意，其間又有關帝

和周（倉）將軍降壇向諦閑法師求教。9 此事在北

京轟動一時，後出版《顯感利冥錄》。印光法師

雖然對「諦公已證聖果，關帝尚未明心」的傳言

不以為然，但對此次扶乩還是頗為相信的，並大

加褒獎。10 

大體來言，印光法師認為扶乩多為靈鬼所

為11 ，不是真佛、菩薩降壇，故扶乩觀善、募化

則好，若談佛理、教理則多謬誤，故多不喜人扶

乩，晚年甚至不惜與社會名流江易園反目。

下面將以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的短暫

因緣為例，簡單探討一下印光法師與扶乩信仰團

體的關係。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扶乩的關係，

陳劍鍠在他的博士論文中略有提及12 ，而史實部分

討論較多的是范純武和游子安13 ，筆者將在下節

「從黃大仙到哆哆菩薩」中予以詳細的梳理；又

印光法師西逝後，有一顆舍利被請到香港，曾存

放在本是黃大仙扶乩場所的「半春園」達十多年

之久，此事學界較少論及，筆者將在「從半春園

到東林念佛堂」一節中予以介紹。以上兩節主要

作史實部分的討論，而最後在「結論」中，嘗試

對印光法師與扶乩的關係進行理論分析，以其拋

磚引玉，就教於方家。

從黃大仙到哆哆菩薩

黃大仙信仰團體之一，哆哆佛學社的創辦

者，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主動聯繫過印光法

師，現存史料主要有兩處，一是1933年印光法師

〈覆江景春居士書二〉：

民國初年，香港有扶乩者，言其仙為

黃赤松大仙，看病極靈。有絕無生理

之人，求彼仙示一方，其藥，亦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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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種不關緊之東西，即可痊癒。黃

筱偉羨之，去學，得其法而扶，其乩

不動。別人問之，令念金剛經若干遍

再扶。依之行，遂亦甚靈。因常開示

念佛法門，偉等即欲建念佛道場，

云，尚須三年後辦。三年後，彼等

四五人來上海請經書，次年來皈依，

遂立哆哆佛學社，以念佛章程寄來。

念佛後，觀音勢至後，加一哆哆訶菩

薩。光問，何得加此名號。彼遂敘其

來歷，謂前所云黃赤松大仙，後教修

淨土法門，至末後顯本，謂是哆哆訶

菩薩，且誡其永不許扶乩。此二事，

因一弟子輯淨土法語，名淨土輯要，

光令將前二事附之於後。今為汝寄三

本，閱之，可以自知。（哆哆訶菩

薩，光令另為立一殿供養，不可加入

念佛儀規中，免致起人閑議。）14 

二是1929年仲秋出版的《淨土輯要》15 附錄

〈覺明妙行菩薩及哆哆婆娑訶菩薩應化事蹟〉：

戊辰仲冬一夕，慧圓于太平寺侍本師

印公座前。本師以黃德煒居士所書哆

哆婆娑訶菩薩應化事實見示。誦悉之

餘，不勝讚歎。因請附印於淨土輯要

之後，以廣流傳。本師曰：「此事與

覺明妙行菩薩降化吳地相同，是宜約

撮兩事，附之書後，以見菩薩宏揚淨

土之悲心；而扶乩者多為靈鬼假託。

不可語於佛法也。」慧圓受命而退，

因錄其大要於後。己巳二月初八日邵

慧圓謹志。

哆哆婆娑訶菩薩應化事蹟的介紹，依據黃

德煒居士上印公法師書：「弟子回憶自少棄儒

習賈，距今計有廿餘年。此時賓士於馬巫來半

島，及美洲各國各埠。凡有永利威貨到之處，幾

無不親歷其境……因此對於仙佛之說，概不暇研

究。」「迨至五年前，有友人在本港供奉黃赤松

大仙。工餘扶乩問事及治病，無一不靈驗異常。

嘗邀弟子前往參觀，迨蒞壇，見各人求病問事，

均默稟壇前，大仙無一毫錯答，各如所求而退，

心覺奇異。」後黃德煒之子，及一友人，均得黃

大仙扶乩而治癒，從此信服，並「發願自行扶

乩，更深信仰」。念《心經》一月後，乩動成

文，「有問即答，極為詳明，並囑每日誦《金剛

經》、《大悲咒》、《明聖經》等經，定為常

課，並印送《太上感應篇》等善書。」「乩語多

是發揮善惡，千言萬語，瞬即寫畢」，並將壇中

所得詩集成一冊《風波浪詩集》。「數月後某

夕，乩忽寫出同人中篤信者之名，囑令到港永利

威四樓，大仙明白告各同人云：現今世界，人心

沉淪之極，世風日下之時，非佛法無以挽救。今

值汝等正篤信佛法，故明白告汝等（指弟子等）

云云。吾實哆哆娑婆訶菩薩，汝等自後直力向佛

學做去，不宜做仙壇事。佛本無乩壇之設，應立

刻即將乩壇撤收，以符實行佛法宗旨。若再以乩

問事，則大背佛道。余因汝等根機劣陋，非以靈

驗事顯於目前，不足導汝等之篤信。故姑且扶乩

代言，作入門之法徑。但令汝等明白，自後切勿

再扶乩，或至出險事。何也？因到壇者，多不是

正名仙神，均皆冒名入壇居多，即停止扶乩之

念，至切至切，自後以《金剛經》、《大悲咒》

兩種作常課。並現非辦佛事時候，再候三年，則

可自悟自謀，提倡念佛，乃其時也。云云。」黃

德煒等人後便停止扶乩，到與印光法師通信時，

自稱「停止已四年矣。現組織佛學社，各同人皆

前者最篤信之道友。由去年至今，已符三年之

期，因組織此社。以符實行學佛之表示，冀藉此

得遇大知識，闡揚佛法，自利利他。」

《文鈔》中存有印光法師的回復：

手書備悉。哆哆菩薩所示，可謂真實

之極。覺明妙行菩薩，與哆哆菩薩，

如出一轍。足見扶乩之不可依據。菩

薩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先以欲鉤

牽，後令入佛智，即此可見一斑。哆

哆菩薩既有大恩，實不可忘，然亦不

宜加入念佛儀中。念佛儀，雖文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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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地藏彌勒尚不加入，況其他乎。然

此等菩薩，同攝清淨大海眾菩薩中。

若加入哆哆菩薩，在本社固無所礙，

然他處不知，反招疑議。但宜另供一

處，朝夕禮拜即已。16 

又印光法師〈覆海門理聽濤書七〉「其三」

中提到：「明末，覺明妙行菩薩，以乩開導佛

法，臨去令其永斷扶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學

社，亦然。此二，皆真菩薩，而禁止扶乩。以無

甚道力之靈鬼亂說，誤人實深，故菩薩即以扶

乩，而禁絕扶乩。」17 此七封信的首頁，有「民國

二十一年」（1932）字樣，范純武由此認定「哆

哆佛學社，成立約在民國十年（1921）左右」。18 

但大光法師則在《香港佛教發展史》一文中提

到：

同年（1928）秋天，九龍方面成立了

「哆哆佛學社」，此社專門傳授淨土

念佛，社址在九龍蒲崗村的曾富花

園，這是清末以來，香港佛教中弘揚

淨土宗的所在，以念佛為宗旨。該

社初創時，社友只有數十人，於每週

六、日兩天集合念佛，星期日晚上則

設「瑜伽焰口」（救孤魂野鬼的一種

超度儀式），使冥界能普遍的往生。

此外，社內並設閱經、靜修、蔬食、

放生等四部。19 

游子安據此提出哆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

筆者以為，哆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秋的說法，

比較可信。理由如下：

（1）根據前引《淨土輯要》附錄邵慧圓的

記敍，印光法師是在民國戊辰仲冬，即1928年年

底，向他提到香港黃德煒居士寫信成立佛學社

的，因此黃德煒是在1928年年底之前給印光法師

的書信，其信中說，扶乩「停止已四年矣。現組

織佛學社……由去年至今，已符三年之期」。由

此筆者推測，黃德煒是1924年前後20 ，因小兒及

友人病癒而信仰黃大仙，參加扶乩活動，扶乩活

動前後不足一年便停止，1925-1927三年未進行

扶乩活動，三年期滿，1927年黃德煒等四五人前

往上海請佛經，並同印光法師取得聯繫，「次年

來皈依，遂立哆哆佛學社」，因此大光法師記述

香港哆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秋是可信的，哆哆

佛學社秋季成立後，將章程郵寄給印光法師，印

光法師見其中有「哆哆菩薩」故復函詢問，黃德

煒再復信回答。印光法師在當年年底，將此事告

於邵慧圓居士，並令其將這段經過附錄在《淨土

輯要》中。《淨土輯要》1929年秋出版6,000本，

書後〈助印淨土輯要功德芳名〉中有「無名氏，

一千本；黃德煒、常，各五百本……聶雲台二百

本」等字樣。

（2）印光法師《覆海門理聽濤書七》信前

所記1 9 3 2年，恐為首次通信時間；又現存〈覆

理濤居士書一〉及〈書二〉，即是〈覆海門理

聽濤書七〉中的其五、其六（後人編輯重複），

〈書一〉、〈書二〉的落款時間分別是「癸酉

（1933）九月」和「甲戌（1934）二月」21 。由此

可見〈覆海門理聽濤書七〉「其三」是寫於1933

年九月之前，則十年之前，則是1923-1924年，

印光法師所謂「以乩開導佛法，臨去令其永斷扶

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學社，亦然」，是指十

年前哆哆菩薩以乩開導佛法，臨去令其永斷扶

乩，而此後四年，哆哆佛學社才成立。故此說哆

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秋，與印光法師信中所言

並不矛盾。

另外，寬仁法師在《香港佛教面面觀》一文

中的記敍，與大光法師的說法相同：

1 9 2 8年秋天，九龍成立了哆哆佛學

社，專門弘揚淨土念佛法門，社址在

九龍蒲崗村的曾富花園，這是清末以

來香港佛教中弘揚淨土宗的所在，以

持名念佛為宗旨。社內並設閱經、靜

修、蔬食、放生等四部。22 

從半春園到東林念佛堂

哆哆佛學社的創立者黃德煒居士，即是在民

國三年（1914）創辦廣州永利威酒莊的黃筱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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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威是中國近代重要的釀酒企業，它生產的五

加皮酒馳名中外。《印光法師自述》：「至民

十七年（1928）有廣東皈依弟子擬請往香港，離

普陀，暫住上海太平寺。十八年春擬去，以印書

事未果。」23 《自述》中的「廣東皈依弟子」即指

黃德煒，陳劍黃先生綜合印光法師各種傳記材料

文獻，指出：1928年「香港弟子黃筱偉（德煒）

等數人，特建精舍，欲迎印光赴港，印光也答應

前往。可是真達和尚一再勸留，認為江浙佛地，

信徒尤多，不可驟然離去。」24 黃德煒請印光法師

去香港的原因和動機，我們將在下節討論。

黃德煒雖然在印光法師生前沒有將其請到

香港，但印光法師西逝後，黃德煒請得一顆舍利

到香港，現存記錄這件事情始末的史料主要有三

條：

1960年德森法師在蘇州靈岩山寺，為香港東

林念佛堂作〈印光法師紀念堂碑記〉：

（印光法師）示寂舍利鮮明，不久香

港黃德煒居士，托友人向妙真和尚請

得一顆，供於半春園者約十年，未遂

其建塔之願，竟辭塵世。又經年餘，

盧君雅、馬寬廣、林俠菴、石純富諸

居士等，商妥定西、茂蕊二位法主，

向黃耀蓀先生說允，由聖懷法師、

盧、石二居士，將老人舍利及袍帽

等，迎至東林念佛堂，適逢大勢至菩

薩聖誕良辰，亦云妙矣。25 

定西法師〈籌建蓮宗十三祖印光法師紀念堂

舍利塔〉：

十年前黃筱煒居士請來紫色舍利一

顆，擬在大埔半春園建塔供養，事未

果成，居士西歸。其夫人羅少珍與侄

黃耀蓀居士，及港九善信，擬集資建

堂立塔，同種福田。已商妥香港新界

荃灣芙蓉山東林念佛堂主事人定西、

茂蕊二師，指定在大殿正右，不日即

行動工。師之舍利則巧于本年農曆七

月十三日，乃大勢至菩薩聖誕良辰請

至東林矣。26 

定西法師〈印光大師紀念堂舍利塔落成報告

經過〉：

本港黃德煒居士，托友人周禎瑞君，

請得舍利一粒，及袍帽鞋襪各一件，

臨時供奉在大埔半春園，擬求名山勝

地，建堂紀念，以資垂範。事為馬寬

廣、盧智頌、石純福居士等所聞，建

議請至荃灣東林念佛堂，興建紀念堂

與舍利塔，當即得到黃德煒夫人及令

侄耀蓀先生贊許，並承黃夫人慨捐

一千元，以為首倡……幸蒙各護法居

士，人力財力，經二年之久，始克落

成，工料費計需陸萬元之譜。27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印光法師火化後得舍

利子千餘，「妙真上人以六聚舍利，攝影分贈知

識。遠近見者，莫不歎為稀有；至有發心迎請供

養，永作紀念者。」28 由上面所引三條史料可以

得知，香港黃德煒居士，托友人周禎瑞，向靈岩

山寺當家妙真法師請得印光法師舍利一粒，及袍

帽鞋襪各一件，供奉在香港大埔半春園。半春園

是黃氏家族產業，「半春園初建於1930年代，原

為故紳黃德煒居士擁有，當年黃居士經常聯絡兩

位友人，定期遊園半天，交流佛學，誦經拜佛。

因為他們三人常有此半天遊園之約，園子便得名

『半春園』」29 。五十年代初，半春園大興土木，

可能此時黃德煒本擬建舍利塔，但未果而西逝；

印光法師舍利因此供奉在大埔半春園十多年，後

由馬寬廣等居士撮合，得到黃德煒夫人黃羅少珍

及侄子黃耀蓀先生同意，將印光法師舍利從半春

園請至荃灣東林念佛堂，開始著手興建紀念堂與

舍利塔，黃夫人慨捐一千元作為首倡。而印光法

師舍利的接受者定西，屬於天臺宗諦閑、倓虛法

派，日本侵華時期，曾長期擔任哈爾濱極樂寺住

持，原名如光，日本投降後他南下，改名定西。30 

定西《印光大師塔久未批准，動工無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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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詩中有「下筆先談汚吏囊」等句，可見印光

法師舍利塔的批准興建並不是十分順利。1960年

十一月初一，印光法師紀念堂舍利塔落成，舍利

入塔安放。當日，黃柏溪居士所拍攝的題為「香

港印光大師舍利安奉攝影」的照片，照片中突現

一隻僧足，信眾多以為「至誠感應，以如是因

緣，故得印公大師光臨示現」。31 

這則神奇故事，所起到的現實功能，是讓信

眾堅信印光法師已經踏「足」東林念佛堂，就此

在舍利塔中落戶。由此，印光法師徹底離開了黃

氏大埔半春園，從二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末，印

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哆哆佛學社和大埔半

春園的關係，就此告一段落。從1960年至今，已

將近半個世紀，往事塵封，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

仙的這段因緣，也逐漸為人淡忘。

結論：自利利他

永利威酒行老闆黃德煒在信仰黃大仙扶乩

後，為何會突然皈依印光法師，成立哆哆佛學

社，甚至可能要將印光法師請到香港來。為了解

答這個問題，我們先看1933年所立的《黃大仙嗇

色園規則》。該規則供十七條，嗇色園對「所錄

同人」的各項要求和管理是十分嚴格的，捐獻等

各種義務要求也很多，特別是第八條：「各同人

欲自建築靜室者，要先呈請仙師批准，不得任意

自為。一經建築之後，即作本園公有」云云。32 這

些規矩雖然是三十年代初最終定型，但早前應該

也有雛形。

我們從前引黃德煒給印光法師的信中，已經

得知，黃德煒是自行扶乩請黃大仙臨壇的。而黃

德煒在給印光法師信中所說：1924、1925年間，

最終放棄扶乩，將黃大仙說成其實是哆哆菩薩，

所選地點也頗引人注意，是「（香）港永利威四

樓」，似有意同嗇色園黃大仙祠區別開來，而其

區別的方式正是通過佛教。而且1925年是黃德煒

（黃筱煒）最後一次見於黃大仙董事名錄中「協

理：黃筱煒先生（揮覺）」，「一九二五年（乙

丑）四月啟建第三屆萬善緣法會二十一天，並附

薦先靈，黃筱煒道長投得正薦。」33 

而後嗇色園似也要加強和鞏固自身的權威，

如1926年〈羅漢尊者乩文〉：「丙寅冬月期日，

羅漢尊者降鸞書出戒定會三字，訓令達通（引者

按：「通」恐為「道」字）達其意，伸覺伸其

詞。……本壇弟子韋達道、何伸覺敬誌」。34 戒

定會為佛教三學，羅漢尊者將佛學解釋的權威賦

予了嗇色園弟子韋達道和何伸覺；二十世紀二、

三十年代後，嗇色園崇佛活動亦不少，可參見前

述游子安〈粵港地區黃大仙信仰中的三教融合〉

一文中相關部分討論。

面對這種情況，永利威黃德煒欲借佛教脫離

嗇色園的控制，則必須在嗇色園扶乩之外，找到

一個更加被人認可的佛教權威。所以黃德煒在黃

大仙轉變為哆哆菩薩後，最終找到了淨土宗著名

僧人印光法師，或許計劃將其請來香港未果；但

成為印光法師皈依弟子，成立哆哆佛學社（1928

年秋），又出版印光法師鑒定的載有哆哆菩薩事

蹟的《淨土輯要》（1929年秋），便足以保證其

信仰的正統性和合理性。35 

故此，1 9 3 0年黃德煒等十多人，終於退出

嗇色園普宜壇，在大埔建「半春園」。當然這種

借助正統佛教（淨土宗）名義，跟嗇色園黃大仙

信仰的分離，主要是組織管理上的，似未完全脫

離黃大仙扶乩信仰，游子安指出，有些道侶往來

於嗇色園和半春園之間，並據梁本澤撰《金華風

貌》卷三（未刊），「籌建半春園者譚榮光、李

亦梅，兩人直至1948年還任嗇色園協理。」

如此來看，印光法師似乎是被人「利用」

了，筆者以為其實也大可不必這樣理解。哆哆佛

學社，與眾多各色淨土組織社團或個人，請印光

法師題詞，寫傳記等等，並無根本的區別，甚至

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縮影，都是起到一個讓正統

佛教的代表印光法師「鑒定」的作用。雖然一度

存放印光法師舍利的半春園，一直沒有根除印

光法師所反對的扶乩，但五十年代擴建後的半春

園，外表基本上是佛教寺院規制，大雄寶殿供奉

著在江蘇精刻的西方三聖，應該說印光法師所宣

導的淨土信仰，影響是十分明顯的。若沒有這個

信仰黃大仙的扶乩團體的作用，應該講今天香港

也不會有「淨土真宗」36 印光大師紀念堂和紀念塔

了37 ，而哆哆菩薩的故事，也為正統淨土信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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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扶乩不可信的實例。38 應該說，印光法師與

哆哆佛學社是互利雙贏的。

印光法師要求黃德煒將哆哆菩薩「另為立

一殿供養」，現在半春園內大雄寶殿供奉著西方

三聖，這樣實際上是印光法師對標準（化）淨土

信仰的推行，也是對地方信仰的一種至少是表面

上、名義上的「收編」。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

扶乩的這段因緣，再次證明瞭近代淨土宗作為正

統佛教與民間信仰之間仲介作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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